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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境下企业员工 

网络建构行为量表开发 

于桂兰 孙 瑜 

[摘 要]通过对国内外网络建构行为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网络建构行为这一构念在 中国情 

境下的理论及实证可以做进一步的拓展。从国外文献中选择网络建构行为的可操作定义，在半结构 

式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的基础上，结合现有文献，形成了拟开发量表的初始维度与条目。通过探索性 

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及相关分析等方法，对 424名企业员工样本数据进行 了信度和效度检 

验，最终确定了网络建构行为量表的5个维度和 19个题项。研究结果表明，开发的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度和效度，验证了中国情境下的网络建构行为存在 “给予社会支持” 与 “避免关系冲突” 两 

个与西方不同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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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组织制度不断转变的同时，也出现了体制断裂和 

体制洞现象。_l 个体关系网络的建构不仅可以弥补社会 、组织等正式制度的缺漏，使得资源配置 

机制得以顺利运转，而且满足了个体对信息、资源的合作与交换需求，因此对个体网络建构行为 

的关注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网络建构行为 (networking behavior)的科学研究始于 20世纪 8O年代。̈．2 从那时起，许 

多西方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个体的人格特质、工作态度、政治动机及组织环境会影响个体的网络 

建构行为。̈3 与此同时，个体的网络建构行为也会对个体和组织的成功产生积极的作用，如就 

业、职业成功、工作绩效、组织绩效。l3 卜 网络建构行为俨然已成为国外心理学、组织行为学 

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对网络建构行为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国内，虽然许多学者对华人 “关系”的建构及互动模式进行了深人探讨 ，但对具有 

职业目的的网络建构行为缺乏系统的探索和总结。值得强调的是，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将关系 

的界定泛化为社会关系，包括亲属关系、同事关系、领导与下属关系和朋友关系等，而本研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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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网络建构对象是特指对自己职业有潜在帮助的人。后者应为前者的子系统。 

然而，网络建构属于个体行为，建构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及依据该文化所确立的伦理道德规 

范，会对其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研究者依据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网络建构行为量 

表，不可能完全适合异质性文化。因此，在国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试图开发适用于 

中国情境的企业员工网络建构行为量表。 

二、网络建构行为的概念与测量 

早在2O世纪 80年代，许多学者对管理者网络 (managerial network)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网 

络建构行为是这一领域的延伸。本研究将回顾社会学及组织行为学领域对网络建构行为的概念界 

定和测量，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网络建构行为概念的发展过程。 

(一)网络建构行为概念界定 

尽管不同学者对网络建构行为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他们均关注了以下几个核心问题。 

首先，所有学者均在个体层面上定义网络建构行为，并将其描述为特定行为的集合。这些行 

为包括参加会议及社交聚会、主动结识重要的人、参与非正式谈话等，行为表现的一贯性和频度 

可反映出建构者的参与程度。事实上，网络建构行为是个体所展示出的相互关联的行为系统，它 

不仅拥有时间稳定性-】 ，而且组织干预措施会对其产生明显的效果，如提高个人网络建构技 

能的相关培训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其次，大部分学者认为网络建构行为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建构者通过一系列社交手段获取 

资源以提高工作绩效和获得职业成功。因此，网络建构行为是存在预期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行 

为 ，而这一观点是可以被社会交换理论和符号互动理论所支持的。 

最后，许多学者的关注重点从个体行为层面向二元关系层面发生了转移，对网络建构行为范 

畴的界定未能形成普遍共识。有学者认为所建构的网络关系必须是非正式连带关系，直属上级、 

下级应排除在网络建构对象之外 ；也有学者认为在双方存在非正式行为互动的前提下，正 

式关系也可包含在网络建构对象之内 ；还有学者将建构的网络关系范围进行泛化，指出关系 

建构的对象是对 自己职业有潜在帮助的人 J，即便是提高 自己专业能见度等正式行为互动，也 

属于网络建构行为范畴 引。在此，本研究支持后者的观点，因为在网络建构过程中，很难将正 

式与非正式关系及行为互动进行有效的剥离。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采用 Forret&Dougherty对网络建构行为的界定，即网络建构行为是指 

“个体尝试与对自己工作或职业有潜在帮助的人维护和发展关系的行为” l 。网络建构者会依据 

不同的情境及对象进行有效的行为策略选择，并形成以期望、需求、响应为特点的互动模式。 

(二)网络建构行为测量 

Kotter，Luthans&Rosenkrantz最初采用观察法评估管理者网络建构行为的发生频度E19,2]，然 

而由于观察法难以量化且浪费时间和精力，近20年间自陈式测量工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学者们各自将网络建构行为操作为单维度、多维度构念，并形成多种自陈式测量工具。在单 

维度测量中，Ostgaard＆Bidey研究企业家关系网络，开发出网络建构行为量表，要求被试者回 

答参与网络建构的时间总量。 除了Sturges et a1．从组织内部视角|I。 及 Wanberg et a1．从工作搜寻 

视角描述网络建构行为 相关问题外，其余学者均以更广阔的视域开发网络建构行为量表，要 

求被试者回答网络建构行为的参与频度。 

在多维度测量中，Michael&Yukl基于对组织内、外部网络建构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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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的假设，通过对文献的查阅开发出内部网络建构 (个体与组织内他人的互动行为)与 

外部网络建构 (个体与组织外他人的互动行为)两维度量表  ̈，其部分题项源于 Yukl&Leps— 

inger的管理实践量表 。Wolff&Moser在综合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结合网络建构行为的定 

义，按结构和功能两个向度将网络建构行为区分成 6个子维度  ̈j，分别是：内部关系建立、维 

护与利用，外部关系建立 、维护与利用。他们在文献阅读、开放式问卷及访谈的基础上，开发出 

具有 44个题项的网络建构行为量表。Forret&Doughe~y依照同样的研究方法，总结出了33种网 

络建构行为，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法确定了网络建构行为的 5个维度 ，分别是：从事专业 

活动、交际、维持联系、参加教会或团体活动和提高组织内部能见度。在上述多维量表中，均要 

求被试者回答网络建构行为的参与频度。 

Treadway et a1．认为个体的网络建构活动分别指向了两个重要的生活领域，除了以职业目标 

为导向外，也满足了个体的非职业社会追求，因此网络建构行为包含与职业相关的网络建构和基 

于团体的网络建构两方面内容。l2 他们在 Forret&Dougheay的网络建构行为量表 基础上对题 

项进行筛选 ，对职业网络建构行为和团体网络建构行为分别测量，形成职业网络建构行为量表和 

团体网络建构行为量表。 

本研究并未采纳Treadway et a1．的观点 盟 ，为了获得职业成功的个体往往也会进行基f团体 

的网络建构活动，网络建构行为应为一整体构念。此外，本研究认为单维度量表在结构上过于单 
一

， 未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出网络建构行为的本质。多维度量表虽在结构上相对复杂，但仍不够 

全面  ̈，或维度划分过于繁复，界限模糊  ̈。总之，学者们对网络建构行为的维度构成尚未形 

成一致的意见，有待开发更为有效、全面而又简洁的测量工具。 

三、网络建构行为的本土化分析 

由于西方近代的启蒙运动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东西方存在着 “文化势差”，西学东渐 

后，在技术、科学、制度、文化等多个层面影响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影响着人与人的交往方 

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西方商业文明 

和T商文化引起华人 “关系”互动发生某些变化，西方的网络建构行为与我国必然存在一定的 

相似性。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存在根本性差异，其网络建构行为的具体表征也未必全然相同。 

在西方，关系的建构是以 “契约”作为社会交换的基础。从宏观层面看，西方处于一种民 

主政治、依法治国、自由平等的以契约为导向的社会形态；从微观层面看，西方的人际互动以平 

等协商、讨价还价、相互妥协为基本准则，在契约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双方关系得以建构并延 

续。∞ 而在中国，随着社会演变和发展进程中泛家族主义文化观念的逐渐深化，“人情”俨然已 

成为中国人熟谙于心的互动法则。 川 因而，在中国人的关系建构中，常常用 “送人情”与 “还 

人情”来诠释给予与回报的过程。李伟民认为，人情具有极强的 “粘套作用”，施予人情者易被 

求诸施予者所缠粘，人情收受者同样易被对方所圈套，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使得人情的实际运 

作成为了一种极为微妙和复杂的社会活动与社会技能。’4 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具有目的性的人情 

投资现象在中国社会极为盛行，中国人善手通过给予一次机会或帮助、提供某些便利或支持、做 

出某些允许或让步等行为手段，致使收受人情者产生亏欠感 ，在人情失衡的状态下，更易于实现 

资源的获得。车文辉和杨婕娱在中国职业女性社会网络的维持与再生产研究中，将这类行为概化 

为 “给予社会支持”。 

在西方，个体常常以自我为取向，在关系建构过程中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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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个体常常以社会为取向，通过配合、顺从及融人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以维护和保持与环境 

的和谐关系，甚至与环境合而为一。钱穆与孙隆基认为，中国人重视 “和合性”，且努力营造人 

与天、人与人的自然而和谐的态势。 李亦园更从天 (自然系统)、社会 (人际关系)及人 

(机体系统)三个层面，说明均衡与和谐的追求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运作法则。 副因此，经由家庭 

教化和社会教化历程中和谐观念与行为的逐步强化，传统中国人对不和谐或冲突会形成一种焦虑 

甚至恐惧。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建构者，为了维护双方的和谐关系，做人做事时时谨小慎微，保护 

对方的面子，努力迎合对方的感受和行为并尽可能避免关系冲突的发生。中国人强调关系和谐是 

有道理的：关系和谐可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不和谐会破坏社会秩序，而长久以来，社会秩序的 

维护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情结。 

通过对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和中国人 “关系”建构方式的本土化分析，基于 “人情”与 “社 

会取向”两个本土化理论，本研究认为，中国情境下个体的网络建构行为并非完全等同于西方， 

可能存在 “给予社会支持”和 “避免关系冲突”两个不同于西方的维度，需要对网络建构行为 

进行本土化探索，开发适用于中国情景的网络建构行为量表。 

四、量表开发 

在量表开发过程中，本研究首先在文献阅读、半结构式访谈和开放式问卷的基础上，总结中 

国企业员工的网络建构行为，形成拟开发量表的初始维度和条目。其次，研究人员分两次收集问 

卷，根据问卷回答的数据进行信息统计。最后，分别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及相 

关分析等方法，通过两次收集到的数据对网络建构行为量表进行开发和检验。 

(一)量表的建构 

本研究首先对长春市 10名企业员工进行了深入访谈，尽量保证样本的选取在所处企业类型、 

职务级别和岗位类别等各方面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在访谈过程中，要求被访者回答两个核 tL,问 

题：一是在何种情形下，关系网络的运作能帮助他们在职业上获得成功；二是他们如何与对自己 

职业有潜在帮助的人维护和发展关系。访谈结束后，本研究对 1O份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建立编 

码手册，将网络建构行为的抽象描述转换为贴切、具体的描述，经编码分析后，产生42种行为 

描述 。 

同时，为了丰富对网络建构行为的总结，本研究对 30名来自不同企业的吉林大学商学院在 

职 MBA学员进行开放式问卷调查 ，这些企业涉及服务、制造和高科技等多个行业。回答者男性 

17名，女性 13名；普通员工7名，基层管理者8名，中层管理者 10名，高层管理者5名；国有 

企业员工 16名，非国有企业员工 14名；制造企业员工 11名，非制造企业员工 19名；平均年龄 

为 35．7周岁；平均工作经验为7．4年。问卷中的开放性问题是：您是通过哪些行为方式与对 自 

己职业有潜在帮助的人有效地建构关系网络的?要求回答者至少举 5个例子加以说明。开放性问 

卷共收集到 158个事例。 

最后，本研究将42种行为描述和158个事例重新编码，结合现有文献分别对其进行分类总 

结。经过集体讨论和分析后，确定了网络建构行为的5个维度，它们分别是：维持联系、参加团 

体活动、给予社会支持、提高组织内部能见度、避免关系冲突。其中维持联系、参加团体活动、 

提高组织内部能见度均参考了 Forret&Dougherty的维度划分m J，而给予社会支持、避免关系冲 

突2个维度为本研究提出的假设。通过对文献的分析，从西方学者的量表_4， 中选择4个计量条 

目之后，根据上述访谈中行为描述和开放式问卷中关键事件的分类结果 ，本研究 自行编$mJ32个 

． 65 ．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年 第 2期 

表 1 拟开发量表初始维度、条目及其编码 

注 ：条目中“对方”泛指对自己职业有潜在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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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条目，参考已有文献的4个计量条 目，从维持联系 (8个条 目)、参加团体活动 (6个条 

目)、给予社会支持 (10个条目)、提高组织内部能见度 (6个条目)、避免关系冲突 (6个条 

目)5个方面，表征 “网络建构行为”概念。这样初步确定了一个含有 36(32+4)个条目的题 

项库 (见表 1)。 

(二)数据收集与样本描述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共发放问卷530份。第一次测试 (样本 1)通过吉林大学商学 

院 MBA教育中心，对在职 MBA学员发放问卷 230份，回收有效问卷 211份，问卷有效率为 

9'1．7％。考虑到这些学员大部分分布在东部地区，为了避免特定区域的情景限制 ，本研究第二次 

测试 (样本 2)借助了亲属、老师和朋友的社会关系在常州、南宁、宁波、长沙、大连、广州、 

贵阳等城市的不同企业 ，针对不同层面的企业员工发放问卷300份，共回收问卷213份，问卷有 

效率为 71％。两次测试共回收有效问卷 424份。值得强调的是，本研究使用了 5点式李克特量 

表进行问卷设计，要求被试者对应各个条 目，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评分，“1”表示 “不符 

合”，“2”表示 “比较不符合”，“3”表示 “说不清楚”，“4”表示 “比较符合”，“5”表示 

“符合”。而在总体 的有效员工样本 中，男性为 51．9％，女性为 48．1％；25岁及 以下 的为 

27．8％，26—35岁的为31．8％，36—45岁的为 23．8％，46—55岁的为 11．3％，56岁及以上的为 

5．3％；普通员工为 41．5％，基层管理者为 30．7％，中层管理者为 19．6％，高层管理者为 

8．2％；国有企业员工为42．9％，私有企业员工为 10．3％，合资企业员工为31．6％，其他类型企 

业员工为 15．2％。 

(三) 实证研究结果 

1．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了找出网络建构行为的因子结构，并保证测量题项的代表性及最终量表的简洁性，本研究 

使用 SPSS 19．0对样本 1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经过分析，数据的 KMO值为 0．802， 

Bartlett’S球形检验在 P<0．001水平下显著，两项指标均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然后运用主 

成分分析和正交旋转的因子提取法，将因子载荷低于0．50及跨因子负荷 (在多个因子上的载荷 

超过 0．5)的题项予以删除，以特征值大于 1决定因子提取数量。表 2中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表明，保留的 19个题项形成了 5个因子，分别归属于原先设 定的 5个维度，累计解 释了 

62．955％的方差变异。 

2．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检测新量表的结构效度，本研究使用 LISREL 8．7对样本 2进行了一阶、二阶验证性因 

子分析 (CFA)。19个观测变量及5个潜变量的因子载荷如表2所示。本研究选择Chi．Square／df、 

NFI、IFI、GFI、CFI与 RMSER这 6项指标来判断模型的拟合程度。一般认为，若同时满足 Chi． 

Square／df值小于3，NFI、IFI、GFI、CFI值均大于0．9，且 RMSER值小于0．08，方可说明测量 

模型拟合良好。从表 2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一阶模型与二阶模型的拟合指标均达 

到了理想水平，说明新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一阶因子与二阶因子间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在 

0．61到0．81之间，T值均大于2且在P<0．001水平下显著，说明 “维持联系”、“参加团体活 

动”、“给予社会支持”、“提高组织内部能见度”和 “避免关系冲突”5个因子，均从属于 “网 

络建构行为”这一更高阶因子，本研究对网络建构行为的本土化设想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3．信度检验 

为了评估新量表的可靠性，本研究通过总体样本数据，使用SPSS 19．0对各结构因子进行信 

度分析。表 2中的信度检验结果表明，除 “提高组织内部能见度”这一因子的 Cronbach’S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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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0．678外，其余均大于0．7，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表 2 网络建构行为探索性因素分析 (EFA)、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和信度检验结果 

一 阶 CFA拟合指数：Chi—Square／df=1．54；NFI=0．93；IFI=0．97；GFI=0．91；CFI=0．97；RMSER=0．049 

二阶 CFA拟合指数：Chi—Square／df=1．63；NFI=0．92；IFI=0．97；GFI=0．90；CFI=0．97；RMSER：0．055 

4．相关分析 

为了确立新量表的有效性，本研究将对其预测效度进行评估 ，即通过检验该变量与其他变量 

的相关关系，以判断测量工具是否会产生预期的行为或结果。一些研究认为，网络建构行为与职 

业成功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 ，因而本研究在上述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通过 SPSS 19．0对 

总体样本进行相关分析。本研究采用 Greenhaus et a1．开发的包含 1个维度5个题项的职业成功量 

表 ，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88。把网络建构行为各个维度与职业成功进行相关分析 

后，结果发现 “维持联系” (r=0．328，P<0．01)、“参加团体活动” (r=0．376，P<0．01)、 

“给予社会支持”(r=0．465，P<0．01)、“提高组织内部能见度” (r=0．365，P<0．01)、“避 

免关系冲突” (r=0．172，P<0．O1)与职业成功显著正相关，表明测量模型具有一定的预测效 

度。然而与前几者相比，“避免关系冲突”与职业成功问的相关系数较低，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 

可能有两点：一是 “维持联系”、“参加团体活动”、“给予社会支持”和 “提高组织内部能见 

度”属于积极的关系网络发展行为，而 “避免关系冲突”属于消极的具有防御性的关系网络维 

护行为，职业成功的达成往往受到个体主动性行为的驱动，因而两者间呈现出了较弱的相关关 

系。二是本研究虽为一项中国情境下的本土化研究，却有 31．6％的调查样本来源于中外合资企 

业，而这类企业通常具有较为先进的劳动关系管理经验，各层级问存在开放式的沟通氛围，并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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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员工积极地表达个人的想法和意见，为此，本研究亦不排除因样本选择而产生的系统谬误。 

五、结论与局限 

本研究归纳了中国情境下企业员工的网络建构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网络建构行为的测 

量工具。通过对424名企业员工样本的实证分析，检验了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为今后网络建构 

行为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定量分析的基础。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1)网络建构行为已然成为国外心理学、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研究热 

点，但国内对其的关注尚有不足，本研究将国外已有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网络建构行为的 

概念界定与测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比较。2)本研究经对网络建构行为的本土化解析，基于 

“人情”与 “社会取向”两个本土化理论，提出了中国情景下的网络建构行为可能存在 “给予社 

会支持”和 “避免关系冲突”两个不同于西方的维度。3)本研究通过访谈 、开放式问卷和专家 

分析等定性研究方法，形成了拟开发量表的初始维度与条 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 

分析及相关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开发并检验了包含 5个维度 19个题项的网络建构行为量表， 

证实了本研究提出的本土化假设；同时，对其与职业成功间相关关系的初步探讨，为今后两者间 

因果关系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然而，作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和需要改进的地方：1)本研究采用主观的测 

量方式评价中国企业员工的网络建构行为，虽然这种方式在组织行为学领域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并得到许多国内外学者的认可，但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深入探索客观的测量标准和测量指 

标。2)本研究对中国企业员工网络建构行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今后还需继续应用和优化该量 

表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进一步考察网络建构行为与前因变量及结果变量间的关系。3)本研究 

进行的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对象主要限于东北地区，今后应在中国更广泛的区域内对网络建构 

行为这一构念进行探索性分析，提高并完善该量表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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